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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药的施用关系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本文以浙江省某村农药管理与施用为例，通过对政府部门、镇农技站、农资销售点

和农民等相关方的访谈，从农业发展战略高度系统思考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成因与对策。指出农药施用过程监管的缺失和结果监管

的缺位仅是表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导致监管成本高、农技服务不到位。提出多功能农业发展定位的确立、制度

创新基础上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优化以及村委会角色责任的调整是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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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Path of Pesticide Residual Under th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ervision：A Case Study of A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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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relation between the pesticide application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paper explored the causes and ways to
deal with it from the view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case study of pesticide management and use in a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ervice station and farmers.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lack of supervi原
sion in the pesticide use and result was only external; the true reasons were high supervise cost and limited service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ervice station. So the paper drew the conclusions that multifuncti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uperior agriculture produce service system and
the change of village committee’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were the best answers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afet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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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层出不穷，

相继报道的毒豇豆、毒韭菜、毒生姜等事件折射出国

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担忧，农产品安全问题已成为

当前研究的热点。对此，一些学者指出生产环境污染、

生产环节不良投入品的滥用以及标准化生产滞后、法

律缺失、产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缺陷是导致农产品安

全问题的重要原因[1-2]；李阳等[3]指出小规模养殖者生

产过程中农药化肥的滥用是导致安全事件的最主要

成因。乔娟等[4]指出信息不对称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和监管体制失效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还有学者

提出分散小规模的养殖模式导致政府监管成本高，无

法实现监管的全覆盖，社会组织缺失、媒体监管的不

完全导致农产品安全问题长期存在[5-6]。学者提出的应
对措施有标准化生产，加强政府监管，实现全覆盖和

全过程监管；完善农产品质量论证体系和农产品追溯

体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等[7-8]。
然而当前研究尽管从农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以及

产业链的视角对影响产品安全的成因与对策进行了

分析，但如何对症下药相关研究仍停留于头痛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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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痛医脚的非系统性、非全面的研究阶段，缺乏从环

境保护、食品安全需求下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大趋势

背景下系统、深入研究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事实上，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已经由仅注重经济效益的传

统农业向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功能性农业转

变[9]，农业将进一步担负起缓解资源危机和为国民生
存提供优美环境等新的历史使命。

1 材料与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浙江省某村农业生产中的

农药施用为例，在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总结当前农产品

安全隐患的问题所在，在剖析传统农业不能兼顾食品

安全和环境保护多重目标的同时，提出多功能农业发

展基础上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重构，在保证农民增收

的同时实现农产品安全和农村环境保护。

笔者选取了浙江省东北部的某个市，随机抽取 1
个村进行个案研究。该市总面积 1 400 km2，下辖 15
个镇、3个乡、3个街道。选取的村落共 89家农户，其
中散户 80家，大户 9家。访谈了其中的 21家农户（散
户为 19家，大户为 2家）和 1家农村农药销售点。销
售点是该村唯一的农药销售渠道。

调研内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农户的调

研，主要是通过问卷了解农户农药的购买途径、使用

情况、技术服务获得方式以及生产的农产品质量检测

情况等；二是对销售点调研，了解销售点农药来源、品

牌、相关营销人员的管理、培训情况以及销售中的农

药知识介绍情况；三是对镇农技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访谈，了解农药知识普及的途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四是对农业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了

访谈，就农产品质量监管对象、方法与问题难点等进

行了调研。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研结果
2.1.1农药生产销售符合法律规范，杜绝了违法药品
的生产和销售行为

首先，对农资公司的调研表明，现售农药均是农

业局在册的农药。这意味着农药生产是按照法律规定

进行注册生产的。

其次，出售农药的农资公司也是特许经营的。据

调查，浙江地区的农药销售渠道都隶属于供销系统。

农资公司的隶属关系要求经营者需从供销系统获得

营业牌照，销售人员要具有执业资格。渠道的单一能

够确保责任到人，易于管理和追究相关责任。

此外，农业局监管考核农药销售人员，保证农药

法律和知识的通达。调研表明农业局除保证农资公司

销售的农药都是注册之外，每年举行一次农药销售员

资格考试，保证相关销售人员的专业性。

2.1.2农药施用中存在农民农药知识缺乏、过程监管
缺失、技术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首先，农民对农药知识的掌握不够系统全面。笔

者曾在访谈中问及农户对农药的品种与用法的知晓

程度，36.4%的被调查农户回答“能搞清楚”，50%的被
调查农户回答“能部分搞清楚”。但当笔者提出检验农

民是否正确施用农药的问题，即“敌敌畏能否用于稻

飞虫？残留时间有多长？”22名被调查的农户中仅 1
人正确，错误率达到 95.5%。

其次，农业生产中缺乏强有力的过程监管。理论

上，农业种植中执法队下到农田、菜场等地，抽取一定

数量的农产品进行农药检测，以确认农药施用过程中

的合法合规；在农产品销售时抽验以确定其是否符合

国家农药残留的规定。然而访谈中，农民普遍反映基

本不存在监管。95.2%的被调查者回答无政府来监管，
其余调查者提到偶尔会有人来抽验。

当农户被问及是如何获得农药施用方式的技术

指导时，36.4%的被调查农户来自于说明书，45.5%来
自于农技站的“病虫情报”指导，仅有 18.2%来自农技
站的技术服务。可见，农户正确施用农药的知识缺乏，

即缺少相应的农技服务指导是导致滥施的主要原因。

2.1.3农药施用后监管不力导致合规施用农药的约束
力不强

当笔者问及农产品销售时的农药检验时，不管是

销往当地的粮站、还是批发商或农贸市场，100%的被
调查农户都说没有相关检验。当笔者就此访谈当地政

府时，政府将原因归于检验成本高，检验人员少，将检

验的重心放在绿色蔬菜上而非粮食上，仅对大户进行

抽验。

综上可知，就被调查地农药生产、销售、施用的全

过程来看，农药生产销售控制较好，但农药生产和销

售合法并不代表农民以正确、合适的方式施用了这些

农药。事实上，2013年 5月初的“毒生姜”事件涉及的
农药，本身也是合法的，只是农民违规、过量施用造成

的。因此，销售渠道的合法性不能掩盖农药施用的违

规性问题。可见，农户缺乏有效的农技支持以及政府

监管能力有限，农产品的种植、销售和追溯的监管几

乎全程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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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因分析

调查地的调研引起笔者的思考：农药滥用的成因

是什么？是利益驱动，抑或技术缺失下的被动选择？据

被调查者反映，农药价格不高，完全能被农户接受，因

此利益驱动不具有可能性。造成农民滥施农药的根本

原因在于生产过程中农民获得的农技服务有限以及

农产品销售监管不力造成的。

2.2.1农技服务不足
被调查村农技服务不足体现在 2个方面：一是农

技服务投入不足。根据市农技中心和镇农技站的调

研，农技支持部门是弱势部门，人员不断减少，调查村

隶属的镇农技部门负责人就是“光杆司令”。他在调研

中感叹道：10年前，每个镇的农技站都拥有十几个农
技员，并且拥有对农药销售机构的管辖权力，而今权

力上收，人员编制减少，他一个农技员负责镇下辖的

5个村，800多户村民，几千公顷耕地，以及养殖、畜牧
业等的需求管理，不仅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照顾到方

方面面的农技指导需求，而且专业技术水平也逐渐下

降，当前已沦为市级农技中心的支持部门，每周发布

“病虫情报”是他主要的工作；二是农民获得农业技术

服务的途径不畅，存在广大农户农技服务缺位的事

实。如上文中提到的农药的选取与施用的调研表明，

对于广大农户而言，直接得到农技服务的比重非常

低，仅占被调查农户的 18.2%，农户的农药知识大多
数来源于农药说明书和镇农技站下发的“病虫情报”，

且准确率不高。

2.2.2政府监管不力
政府监管力量不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

的监管缺位。为了求证农户反映农药施用与农产品销

售过程中的无监管，笔者询问了该市农业局官员。被

访者表示，不是不查，而是力不从心。全市除有 4万
hm2田地外，还有其他畜牧业，然而监测食品中化学
物质的机器全市仅有 3台。有限的力量都用于叶菜类
的蔬菜监测都显不足，更不用说食品加工、分销机构

采购时的监测了。

对于笔者关于检验检疫证置疑，地方官员表示都

是抽查的，且抽查力度受限于有限的检测力量，非常

小。就拿曝光的“毒豇豆”来说，由于抽查力度实在太

小，以至于抽查的批次是作弊的结果。

2.2.3散小农户使得农业技术普及难度加大、政府监
管成本太高

一是散小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技服务向种

植大户倾斜。访谈中，笔者比对了散小农户和种植大

户的家中储备农药，发现大户的农药储备普遍相似，

然而散小农户家中的农药品类多样，杂乱无章。据相

关机构负责人反映，农业技术支持大多服务于种植大

户。因为“种植大户”在当地是一种注册的身份，享受

地方政府的扶植和相关待遇。种植大户每年有 1~2次
机会参加由市农技中心举办的农技培训。相比较，散

小农户很难有系统性和统一的培训，获取相关农业技

术咨询比较困难，很难获得技术帮助。然而，全市范围

内，按照土地种植面积来看，散小农户的种植面积超

过 70%，因此全市大约有 70%的农田的农药施用处
在不科学、不规范的状态下。

二是散小农户导致政府对其农产品的监管成本

高昂，进而导致结果监管的缺位。该市食品药品安全

监督中心负责人明确表示，农产品一旦发生食品安全

事件，追溯起来比较困难：“种植大户的产品可以追

溯，甚至可以追溯到某一个具体批次。但是对于散小

农户，几乎不存在追溯的可能。”而该市超过 70%的种
植面积来自于散小农户。可见，政府结果监管缺位。

综上，当前农药施用情况的监管以及农药选择与

施用技术普及只落实到种植大户层面，比重较大、分

散的，但对农产品安全起至关重要的散户却游离于现

有的监管和农业技术服务的体制之外，这是造成农产

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3 对策与建议

3.1 确立多功能农业发展定位
农产品安全问题部分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农药、化

肥等化学添加剂过量施用造成的，同时无序使用还造

成面源污染。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农产品安全、控制面源

污染主要路径是改变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产

品农业”向“质量农业”转变，实现农业的多功能性[10-11]。
即农业生产注重农药化肥的科学施用，在生产高品质

农产品的同时减少了面源污染，实现了土壤改良、涵

养水体等生态服务，农民不仅从高品质的农产品中获

利，而且从生态服务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农业成

为承载农产品安全、面源污染控制和生态服务等多个

功能的新兴产业。因此，多功能农业发展是应对农产

品安全和农村面源污染的良策。

就被调查市来说，“一产”向“二产”的转变说明农

产品生产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逐渐缩小，相比较

由于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需求不断上升，这为该

地的农业转型提升了前提。调查结果也证实了笔者的

断言，该县级市在全国县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中位列前

10— —



2014年 2月
5%，在浙江省也处于领先。同时，该县在机电、化工、
轻纺、建材和食品行业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力，拥有

超过百家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并拥有 10余家
上市公司。

因此，尽管该市原来是一个生产粮棉为主的农业

县，但制造业主导的产业转变使其有能力在农业上寻

求更进一步的特色与发展。这为多功能农业发展提供

了经济基础，这也意味着该市农业生产由传统的农产

品生产向“质量农业”、“服务农业”转型有了可能。

3.2 制度创新，重构与多功能农业发展配套的农业生
产服务体系

首先，发挥农药销售点的作用，建立生产资料供

给的台帐制度、农药使用的登记制度，加强生产过程

中的物质流组织和管理。鉴于销售点的销售人员对于

农民农药的选择和使用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应加强

农资公司的重构，使之履行多功能农业发展所需的农

技服务功能。加强政府补贴，改变农药销售人员普遍

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农药知识不足、依赖经验的

现状，真正使其支撑起技术支持的“最后一公里”，把

正确的农药施用知识送达农民手中。

其次，建立专业施药制度，实施施药人员的特许

经营。我们可以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做法，确保所

有专业施药人员、零售商和技术顾问接受相应的资质

培训，并通过相应的资格认证。

此外，加大政府补贴，利用市场机制重构农业技

术服务站，应对快速城市化下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

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

就发达国家来说，补贴等激励措施是其农业发展

的最主要保证。如美国倡导“最佳管理实践”（BMPs），
欧盟通过征收环境税、农民自愿签约计划等激励措

施，着力于源头控制面源污染，注重构建污染削减与

农业生产间的良性循环。同时，发达国家多功能农业

发展的历程表明，基于私有化、商业化的农业生产服

务体系不能完全兼容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多功能农

业技术的推广要求，需要在组织与机制上进行重构，

加强政府在多功能农业技术推广与普及中的作用[12]。
因此，被调查县级市农技站的重构可在 2个方面

推进：一是通过资质管理、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服务

等制度提升农资公司销售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真正

发挥农药施用技术普及和推广的作用；二是加大政府

投入，利用市场机制重构农技站。通过契约合同方式

将标准化农业生产服务要求整合进农技站，以环境友

好生产项目为根基，通过专业技术服务的推广和普及

推进农民生产方式转变。

3.3 充分发挥村委会在多功能农业发展中的监管主
体作用

针对散小农户是导致过程与结果监管不力的根

本原因，重塑农民组织方式是解决食品安全的重要途

径。因为农业公共安全目标要求将多功能农业技术覆

盖到所有农业生产者，对于一盘散沙的农业生产现状

而言，意味着再组织的必要，生产主体必须服从与农

业公共安全相关的管理，采用多功能农业技术应该带

有一定的强制性。事实上，农业系统性管理能有效提供

更多的农业服务，销售与生产渠道的合作社能够促进

农产品的质量控制，同时促进农业进步[13]。此外，农业
合作社推进农业现代化，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老龄化与

非专业化，保持并推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与精细化[14]。
然而，农业合作社、“企业垣农户”的生产组织重构

尽管有助于农民的再组织，但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下

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使得农民再组织的全覆盖存在

诸多困难。因为中国散小农户的个体素质差异太大，

合作社的“合作属性”弱化，控制能力明显不均衡[15-16]；
现有的合作社规模普遍小，鲜少能提供真正系统性的

各类服务[17]。因此，即便政府出台相关法律，规定与约
束相关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利润分配方式来保护并推

动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一定过程。

对此，笔者认为在过渡时期应充分发挥村委会的

作用，使其在执行上级政府的下派任务的同时，承担

分散经营农户生产的标准化管理与监管作用，从而通

过村委员、各级政府的职能重构，解决我国散小的农

业生产模式对接多功能农业生产的困难，使其成为普

及化的技术服务的主要责任人。

4 结论

综上，通过对浙江省某村农药施用与管理的调

查，农药使用过程与结果监管缺位、农业技术服务供

给不足是造成农药滥施的原因，其实质是农民组织的

弱化导致监管成本与服务供给成本的上升，有效的应

对之策是建立多功能农业发展的战略定位，通过补

贴、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流管理、专业施药制度的

建立，村委会监管主体地位的明确，衔接多功能农业

发展，从源头控制农产品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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